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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当今中国所必然要回答的问题，梁漱溟对于这一

问题的思考则可以提供良好的经验。梁漱溟作为“最后的儒家”，他的思想在建国之后进行了转变，

由最早的对马克思主义不理解，到最后努力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沟通。这一思想的转

变，鲜明地表现在他所提出的两种文化创造路径转向之中。这两种路径的转向体现了梁漱溟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会通的努力，为正确处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提供了重要

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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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ism and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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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that China must answer today. Liang Shuming’s thinking on this question can provide 
good experience. Liang Shuming, as the “last Confucianist”, changed his thought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 did not understand Marxism at the earliest, and finally tried 
to communicate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th Marxism. The change of this 
thought is clearly reflected in the two paths of cultural creation he proposed. The turning of these 
two paths reflects Liang Shuming’s efforts to integrate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Marxism, and provides important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correctly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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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

厚沃土与资源宝库。马克思主义只有建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上，不断进行中国化，才能够落地扎根，

枝繁叶茂。因此，如何处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促进二者更好的结合，是必须要细

致分析和妥善解决的问题。梁漱溟(1893~1988)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被称为“最后的儒家”。梁漱

溟的思想在建国前后进行了转变，转变的重点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以及如何处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具体表征在其先后所提出的两种文化创造路径以及两种路径的转向之上。因

此深入分析其两条文化创造路径的转向，可以为正确处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提

供具有借鉴意义的经验。 
梁漱溟早期立足生命哲学思想，提出了“天才”创造文化的路径，认为天才是人类精神创造力的集

中体现，是天才决定了文化的发生。在建国之后，其深刻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进行沟通，从而提出了“问题”创造文化的路径，认为问题是文化产生、发展的本质，而问题

的变化则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着。在建国之后，梁漱溟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合理地将早期所提出

的“天才”创造文化的路径含融到“问题”创造文化的路径之中，从“天才”到“问题”路径的转变与

含融，体现了梁漱溟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沟通的努力。 
学界对于梁漱溟思想的研究较为丰富，但比较遗憾的是学界的相关研究较少地关注到梁漱溟建国后

思想之中所表现的将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沟通的部分，且少有以文化创造路径的转向为线索研

究梁漱溟思想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1。有鉴于此，本文以文化创造路径的转向为脉络，探讨在建国之后，

梁漱溟后思想之中所表征的将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会通的努力，希望能够以此拓展对于梁漱溟

思想研究的范围，并且为正确处理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给出具有参考性的案例。 

2. 文化由“天才”所创造 

在梁漱溟的早期思想之中，他受到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开发和利用柏格森哲学”([1], p. 24)，以其对

Open Access

 

 

1 学界对于梁漱溟建国后马克思主义转向的思想的研究以冯波为代表，而对于梁漱溟文化创造路径的研究以柴文华、陈赟为代表，

但较为遗憾的是前者对于梁漱溟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转向的研究，没有注意到文化创造路径转变这一线索，而后者则忽视了这一路

径转变所代表的其思想向马克思主义转向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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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柏格森哲学的创造性发挥，认为世界的一切文化皆是人类意志的集中体现，而“天才”则是人类意志

创造力的具象化。因此，他认为文化、历史均不过是由几个极个别的“天才”般的人物所创造出来的，

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天才”创造文化的路径。他完全地信服“天才”创造文化路径的伟大作用并且

对于这一路径有一个明确的表述即： 
“我有一个私意：一个社会实在受此社会中之天才的影响最大，天才所表出之成功虽必有假于外，

而天才创造之能力实无假于外。中国之文化全出于古初的几个非常天才创造之能力实在无假于外。……

文化的创造没有不是由于天才的。”([2], p. 481)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的一切文化皆是“天才”意志体现，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原因。中国文化的

产生、发展全在于“天才”之作用与影响。 

2.1. “天才”决定中国文化的走向 

梁漱溟基于其“文化类型论”([3], p. 138)的观点，认为中国在最初与西方所走的路向是相同的，面

对的也是物质的问题。但是由于中国古时的几个圣人即“天才”“由其观察所得的深思奥秘，开头便领

着大家去走人生第二路向”([2], p. 481)便导致后人不能够超越于其上，不能够于其思想之外再开新路。

使得中国文化在没有走完“第一路向”之时便直接的转向了“第二路向”。再者，由于古之“天才”“替

我们预备的太过周到妥帖，愈周到妥帖，愈维持的日子久，便倒不能进步了。”([2], p. 481)。古之“天

才”为人们创建了一个极其舒适、安乐的氛围，故而也就使得人们沉溺于这一安乐的氛围之中，丧失了

再去求新、求变的动力，这也就造成了整个中国文化顺着这一条“意欲自为、持中、调和”的“第二路

向”一直走下去，再没有了转身回头或调换路向的可能。因此梁漱溟大胆断言： 
假使西方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

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2], p. 481)。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没有走上“文化第一路向”、没有走上西方文化的道路根本原因全在于“天才”

的作用与影响。正是古之“天才”的创作与偶然的奇想，才使得中国之历史与文化抛弃了“第一路向”

而转向了“第二路向”，并且一直地走下去，成为了中国文化的精神。 

2.2. “天才”造成了“中国文化之早熟” 

梁漱溟不仅认为是“天才”决定了中国文化的走向，还认为是“天才”造成了“中国文化之早熟 2”。

梁漱溟又将这一“文化早熟”称为“理性早熟”。在梁漱溟看来，人类文化之进化与发展必然要经历过

“科学”、“理性”、“宗教”三个阶段，中国文化在刚经历第一阶段即“科学阶段”的生活时便在“天

才”的带领下直接的过渡到“理性”阶段来，进而造就了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自为、持中、

调和”的文化特征。梁漱溟以孩童的身心发展为喻： 
好比一个人的心理发育，本当与其身体发育相应，或即谓心理当随身体的发育而发育，亦无不可。

但中国则仿佛一个聪明的孩子，身体发育未全，而智慧早开了。即由其智慧之早开，转而抑阻其身体的

发育，复由其身体发育之不健全，而智慧遂亦不得发育圆满良好([4], p. 284)。 
“中国文化之早熟”的原因在梁漱溟看来全在“天才”。正是由于中国古之“天才”如周公、孔子

等带领着中国人走向人生、走向理性，走向“第二路向”才使得中国由第一阶段直接的过渡到第二阶段，

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化之早熟”。 

 

 

2所谓的“中国文化之早熟”即“西洋文化是从身体出发，慢慢发展到心的，中国却有些径直从心发出来，而影响了全局。前者是

循序而进，后者便是早熟。‘文化早熟’之意义在此”参见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 258 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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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由“天才”开出了“中国伦理本位社会” 

在梁漱溟的思想体系之中，他凭借“天才”创造文化的路径之内圣开出了“中国伦理本位社会”的外

王。在梁漱溟看来中国乃是一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国社会“始终在团体与个人、个人与团体，一高一低、

一轻一重之间，翻复不已”([5], p. 167)。而造成中国这一“伦理本位社会”的原因即在于古之“天才”。 
梁漱溟认为，人类社会在一开始都是以宗教为开端的，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是如此。人类文化、生

活的一切皆起源于宗教。梁漱溟并不否认宗教在中国的存在，但是他认为宗教在中国从来没有成功过。

在梁漱溟看来宗教在中国没有成功的原因在于“儒家以道德代宗教”。在他看来当西方还在沉溺于宗教、

还在走第一条路向之时，中国就已经在周公、孔孟等“天才”的带领之下过上了伦理本位的道德的生活，

而舍弃了那“宗教的生活”。这也就是梁漱溟所说的“中国有了孔子以后，宗教便不会成功。”([5], p. 182)
的真意所在。 

同样正是由于周公、孔孟等“天才”带领中华民族过伦理的、道德的生活才造就了中国之“伦理本

位”的社会。梁漱溟认为宗教在西方取得了胜利，进而由宗教之凝聚力产生了集团生活，近代又由于集

团对于人的压制、束缚过重引出了个人的反叛，才产生了个人本位并进一步的产生了现代文明。但由于

中国自古便在伟大的“天才”的领导之下放弃了宗教的生活，完全地过上了道德的、伦理的生活，如此

便与西方社会大相径庭。梁漱溟认为宗教—集团—个人—资本主义是循序递进的，从中缺少了哪一环都

不可以，但是最为根本的还是在于宗教。中国在“天才”的带领下，过早地过上了伦理道德的生活，因

此，他断定中国所处在的乃是一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本位的社会以家庭为起点，以“推己及人”为导

向，进而将整个社会关系都纳入到伦理网络之中，人与人之间、社会成员与成员之间则构成了君臣、父

子、夫妇、兄弟之间圆融一体的“‘隶属关系’(Sub-Ordination)而消除了独立个体之间的‘对列之局’

(Co-Ordination)的客观架构存在的可能性”([6], p. 52)。 
中国这一伦理本位的社会的产生与发展在梁漱溟看来则完全是由于古之“天才”过早的带领中国人

过上伦理道德的生活、走上“文化第二路向”造成的，全在于“天才”之创造与决定。 
梁漱溟于此确证了“天才”对于文化的主导地位，确认了“天才”对于文化的创化功能，并由此对

于中国文化的现状以及中国文化的“第二路向”做出了合理的阐释，为中国文化找到了自身的合法性。 

3. 文化由“问题”所创造 

建国之后，梁漱溟思想之中，他有关于文化创造的问题发生了由“天才”向“问题”的转向，认为

“问题”依据社会生产力与经济基础的转变而转变，进而决定文化。“问题”创造文化的路径是他在建

国后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鲜明表达。梁漱溟所谓的“问题”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分别为“首先有其在自

然环境中如何应付身体生存需要之一面，复次有其在社会环境中如何处理亲疏人事之一面”([7], p. 369)。
在梁漱溟思想之中“问题”是“与生俱来”、“与生俱进”的，是每一个人所必然要面对的，是任何人

都不能够避免的。人自出生以来就要面对“问题”，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的历史，而在此过程之中则产生了文化。因此，“问题”决定了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3.1. “问题”创造文化路径的理论解析 

梁漱溟“问题”创造文化的路径是其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于人生态度的思考而来的。梁漱溟认

为世界文化可以划分出三种类型，而这三种文化是对应着三种人生态度而来的，但是这三种态度在根本

上是由三种人生问题所决定 3。他的逻辑是“问题”–“态度”–“文化”。因此梁漱溟说“问题是学术

 

 

3所谓的三种文化路向即向前的西方文化、持中的中国文化、向后的印度文化，对应着三种人生态度即为人对物向前进取的人生态

度、人对人的持中的态度、人对自己的向后的态度，这三种人生态度则被三种人生问题所决定即是人对物的问题、人对人的问题、

第三是人对自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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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源头”([7], p. 377)。这三个不同的问题代表着三个不同的层次，或者说是三个不同的阶段。“人类生

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有三不同；人类生活中，人所秉持的态度有三不同；因而人类文化有三期次第不同

([8], p. 73)”。在其看来，只有解决了“人对物的问题”之后才能够继续向前发展从而转向“第二条路向”，

而只有解决了“人对人”的问题，才能够继续前进，从而转向“第三条路向”。 
在此基础之上，则存在着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即“问题”转变的动因为何？梁漱溟将其归结为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认为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问题”的发展。他以第一“问题”转向第二“问题”

举例 4，认为当人们处在第一“问题”时，是处于阶级的社会之中，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阶级的消失，

便进入到第二“问题”之中。 
梁漱溟进一步将“问题”创造文化的路径运用到分析未来世界文化发展趋势之中。他以“问题”创

造文化的路径为基础再辅之以当时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从而做出西方文化马上濒临破产，世

界文化必然的要转向中国文化的论断。 
梁漱溟认为世界的经济政治情况、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则使得人们所面对的

问题发生了性质的转变。这一论断最鲜明地例子则是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无法弥合的困难，

分别为贫富悬殊、权利过于集中、生产过剩和失业的恐慌等。在他看来，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苏联社

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西方之科技文明濒临破产 5，而人类必将从“人对物质的问题”之时代而转入“人对

人的问题”之时代。世界文化也必然的由西方所代表的“第一文化路向”而转向到“第二文化路向”。

原因就在于生产力与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意味着人们已经从“人对物”的问题转向了“人

对人”的问题，而世界文化也必然的会随着问题的转变而转变。因此梁漱溟作出世界文化必将由“第一

路向”的西方文化转向“第二路向”的中国文化的论断。 
梁漱溟将立足于生产力、经济基础的“人生问题”视为世界所有文化得以产生的基础。正是由于生

产力、经济基础的发展带来了“问题”的不同所以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而也正是因为人生的“问题”自

有其呈现的阶段与次第，所以才导致了世界文化的三期重现。其“问题”创造文化的路径在表面上看是

由“问题”决定了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但是究其根本，问题的根本内核是生产力与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

这是一种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3.2. “问题”创造文化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挥 

梁漱溟的“问题”创造文化的路径，主张世界的历史、文化在一般意义之上，按照生产力发展的水

平与状况，依照“人对物”、“人对人”、“人对自己”这一发展阶段次第展开。在他看来只有生产力

极大丰富，解决了“人对物”的问题，满足了人的身体欲求，再此基础之上国家、阶级消亡 6，才会进入

到“人对人”的问题，世界的文化发展才会进入到第二阶段 7。但是他并不认为这一发展历程是一个不可

躐等、跳跃的绝对性的历程，而是承认特殊性的存在，中国与印度便是特殊性的鲜明的体现。他赞同马

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主张的生产力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但是他并没有忽视上层建筑对于生产力、

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8。在梁漱溟看来，中国与印度之文化能够跳脱出以生产力为基础的“问题”发展架构

 

 

4“在第一问题之下，从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进着社会向前发展，这就是马克思所阐说的社会发展史。社会发展端在分工，是有

阶级分化，而终归于消泯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人类生活便从第一问题转入性质不同的第二问题。”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

卷)》，326 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5“现代西方文明破产”的论断在当时的中国甚是流行，先有杜威、罗素来华讲一些西方文化的弊端和对于中国文化的称赞，后又

有梁启超、张君劢等学者访问欧洲获知当时欧洲学者对于欧洲文化的批判和对于中国文化的称羡，且把这一见闻带回中国，遂更

加推动了“现代西方文明破产”的论断于中国的传播和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6在他看来阶级和国家和“人对物”问题的象征，代表着人的身体、自然的欲求，同时也是人满足自然欲望的工具。 
7 如其言“当阶级和国家还没有从人类历史上消除去，事实上总是讲力多于讲理”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 379 页，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8其言“距今两千五百年乃至更早的印度、距今两千五百年乃至更早的中国，其社会生产力总是稚弱的，或有限的吧！而不料其上

层建筑——其文化风教之高尚又没、深邃精致在今天看来还是惊人”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 268 页，济南，山东人

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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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在生产力水平极为落后的情况之下，能够跨过“人对物”的问题而直接产生“人对人”与“人对

自己”的文化，原因就在于上层建筑对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巨大的反作用。他以“经济基础”、“生产

关系”、“上层建筑”这三个概念阐明中国与印度文化的特殊性。在他看来生产关系既可归于经济基础

一方，又可归于上层建筑一方，是连结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中介。当生产关系被强大的上层建筑所影

响而融贯于其中的时候，则整个社会便在这种生产关系下发展，虽不能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但是却能

够持续发展，形成自己特有的异彩。 
梁漱溟对于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特殊性的阐释，并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架构，而是在唯

物史观基础之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发挥。他认为马克思所提出的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原始氏族公社、

奴隶生产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并非是按照次第、全部一一经历的，而是允许有特殊

性的存在的。他为了作证自己的说法并非是独见，援引了大量例证如苏联科学院集体编著《世界通史》

以及《原始社会史》9 等。在他看来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并不拘泥于上述的五个阶段，而是其有特殊性所

在。这一特殊性则为马克思所讲的“亚洲社会生产方式”即上层建筑极为发达，而生产力发展水平却极

为缓慢，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发展水平不相适应，整个社会却能够毫无障碍的发展下去。如此其便通过

对于唯物史观的创造性的发挥，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解释了为何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能够先迈进“人对

人”、“人对自己”并产生了相应的文化的问题。 

4. 由“天才”向“问题”的路径转向 

4.1. 两种路径在作用上的转变 

梁漱溟的文化哲学针对文化创造问题，发生了由“天才”向“问题”的转向，这种转向体现了梁漱

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接受即“晚期梁漱溟——也就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 1956 年中国

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来——尝试会通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最终看到了解决中国现代化‘两难’问

题的希望”([9], p. 16)，这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重要尝试。 
梁漱溟在不同的时代提出了“天才”与“问题”这两种文化创造的路径，这两种文化创造的路径由

于时代政治经济基础的不同，在其思想之中起到的作用也不同。“天才”创造文化的路径立足现实的维

度，所回答的是“中国文化的优越性”的问题。“问题”创造文化的路径站在未来的视野，所回答的是

“中国文化未来复兴”的问题。梁漱溟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被视为一名“文化保守主义”者，或者更加

准确地说是一名“反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10], p. 156)。梁漱溟并不主张对于西方文化的全面拒斥，

而是主张在继承、挺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以开放的视野与态度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

调和，但是他深刻的意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内涵的时代性与进步意义，反对时人对于以孔孟思想为

代表的传统文化全面抛弃，而主张“既坚持传统文化的改变与更新，也尽可能地吸取现代文化的优秀成

果”([11], p. 97)，以调和的态度，将中西文化深度融合，希望能够通过合理的方式继承并发挥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捍卫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尊严，继而达到“以传统儒学为基干，儒化、华化已传入的西方哲

学，试图将中国哲学推向世界([12], p. 84)”的目的而“天才”创造文化的路径则是他达到该目的的主要

武器。 
梁漱溟承认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具有极大的成就，中国却根本没有民主与科学的产生。但在其看来，

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文化要优于中国文化，而是因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所走的路径根本不同，各有各的

成就。西方文化达成了征服自然的成就，中国文化塑造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的成就。梁漱溟在此基础之

上进一步认为中国文化相较于西方文化而言是更加优越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是由“古之天才”带着

 

 

9“《世界通史》第三卷第 16 页列举从原始公社不经过奴隶社会径入封建社会者有如下诸事例(下略)”。“《原始社会史》言：在

中古初期像斯拉夫族一样。绕过了奴隶生产制而达到封建社会的还有其他许多族”(下略)。——《试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

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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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在西方文化还在走第一条路径时，就已经超过了西方，走向了伦理的道路上来，即其所言“文

化的创造没有不是由于天才的……但我总觉得中国古时的天才比西洋古时的天才天分高些”([2], p. 481)。
在他的视角下，中国古时的“天才”比西洋古时的“天才”天分高些就表现在中国古时的“天才”带领

中国人民，越过了文化第一条路径，而直接走向了第二条路径。所以，在梁漱溟的思想之中，“天才”

创造文化的路径代表着中国文化的优越性，他以此路径呼吁人们要正确看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文

化自信。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梁漱溟对于中国文化的思考的重点也发生了转变，由如何在西方文化大举入侵

的环境之下挺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转变为以中国文化拯救“西方之弊病”，向世界给出中国答案。也正

因此，其对于文化创造的问题，由最初的“天才”的路径转为“问题”的路径。 
他通过深入的分析当时的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状况，认为人类文化处于一个“大转变”时期，即

由“人对物”的问题转向“人对人”的问题，西方文化已经走到了陌路，出现了无法解决的困境和转变。

在其看来，这也就意味着世界文化会在不久的将来由西方文化转变为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在不久的将来

必将取代西方文化而成为世界性的文化。其从经济、见解、态度三个层面进行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经济

给人们带来了贫富悬殊、权力集中、生产过剩和失业的恐慌；与此同时，西方的见解也发生了变迁，在

心理学上从重视知识等有意识的一面转向了无意识的一面，在进化论方面产生了由注重个体竞争到注重

互助求存，更为重要的转变体现在态度上，西方人将“向外看”的视线收回来关注自己与生命。以上种

种的现象表明人类世界的主要问题，已经不再是“人对物”的问题，而是“人对人”的问题，世界文化

也会随着问题的转变而走向中国文化的道路上。 

4.2. 两种路径在思想上的会通 

在梁漱溟的思想之中“前期”所提出的“天才”创造文化的路径与“问题”创造文化的路径并非是

异质、矛盾的存在，他在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之上，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二者会通。 
梁漱溟承认“问题”对于人类思想、文化的决定性的作用，他认为人类的文化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

发展带来的“问题”的转变而转变即如其言“人生问题在转变，心思集中的对象在转变，则学术的内容

和途径必且随之转变”([7], p. 326)。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唯物史观的表达，证明了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吸收与借鉴。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早年所提出的“天才”创造文化的路径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文

化早熟”的论断，而是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将这一观点与其“问题”创造文化的路径会通、结合起来。在

他看来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问题”的发展阶段虽然在一般意义之上是普遍的，但是特殊性也存

在于其中，而这种特殊性则是由于上层建筑所起到的反作用。上层建筑的极大辉煌影响生产关系，从而

使得人们依照生产关系在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情况之下继续维持社会生活。这则也是中国文化“早熟”

的原因所在。但上层建筑的影响，并不是根本性的原因，使得上层建筑极为发达的原因在他的思想之中

是人类意识的反作用，人类意识的反作用才使得上层建筑的丰富与发展。人类意识的反作用的极大发挥，

在他看来应该归于“自觉性”，“自觉性”即是人类意识的能动性与创造性的集中概括，其以“自觉性”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会通，从而尝试正确的处理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梁漱溟认为“人心的最根本的特征是自觉……自觉是心之为心、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也是人类能

够征服自然的内在依据”([13], p. 212)。在梁漱溟的思想之中所谓的自觉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他在早期

作品《朝话》10 之中对于“自觉”这一概念就有所论述“‘自觉’真真是人类最可贵的东西！只有在我

的心里清楚明白的时候，才是我超越对象、涵盖对象的时候；一个人才能对自己有办法”([5], p. 45)。在

建国后接触并广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梁漱溟将这一概念进一步发挥，将其定义为“自

 

 

10《朝话》是梁漱溟于 1932 年至 1935 年间与学生做朝会时的部分讲话辑录。1937 年 6 月首次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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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地能动性”此处即对于毛泽东思想中“自觉能动性”概念的发挥，即其言“《论持久战》中说人类的

特征之所以必曰‘自觉的能动性’者，人唯自觉乃临于一切动物之上而取得主动地位也。……人心之基

本特征即在其具有自觉，而不是其他”([4], p. 326)，这则使得这一概念具有了“心学”的意味。 
梁漱溟立足马克思主义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问题，一方面赞同“物质决定意识”认为人类之文化、

思想无不从人所面对的问题而来，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问题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他以“意识反

作用物质”的思想，沟通其早年所提出的“天才”创造文化的路径与“中国文化早熟”的论断。这则集

中体现在他对于“自觉”这一概念的发挥之上。在梁漱溟看来，自觉指向的是人的自觉能动性，是指人

的意识的能动性与主动性，对于人类之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自觉”是人类一切经验、知识、记忆的

最终来源即如其言“不有经验，何由知识？不有记忆，何有经验？不有自觉，何有记忆？”([7], p. 596)。 
梁漱溟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看法，承认“物质”对于意识的决定作用，承认社会生产力在一般

的情况之下决定着人类的“自觉性”、意识的发挥。但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忽视人类“自觉性”

即“意识”在某种情况之下的独立性与发展的超前性。中国古之“天才”，在处于第一问题的社会环境

之下，却能够诞生出“人对人”的文化并带领着中国人走出一条新的道路，便是这一自觉、意识的独立

性、超前性与反作用的具象化的表达。 
梁漱溟认为中国的古之“天才”在强大的“自觉性”的基础之上，发挥强大的意识作用，从而得出

了不同的见解，从而带领中国人民在上层建筑上走向了“文化第二路向”，进而影响了社会生活，从而

使得中国人在客观的“人对物”的问题之下，在社会生活上提前迈进一步走向了“人对人”的问题。 
虽然人之自觉性、意识具有独立性与超前性，在某种情况之下可以不受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

约，但自觉性与意识的独立与超前发展对社会带来了负面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梁漱溟认为中国古之“天

才”“自觉性”的超前发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早熟”的结果，从而使得“整个社会势必大受其影响，

社会生产力淹滞不前，在社会发展史上入于变态”([4], p. 665)。 
总体而言，梁漱溟以“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为架构，将“天才”与“问题”两种路径进行会通。

他一方面以“物质决定意识”阐述“问题”创造文化路径对于文化发展的决定性的作用，从而做出人类

所面对的问题将要转向，世界所面对的问题将要由“人对物”的问题转向“人对人”的问题，中国文化

在不久的将来毕竟成为世界的文化。另一方面他通过“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与“意识发展的独立性与

超前性”认为中国古之“天才”的出现，并且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第二路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

如此，梁漱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以“物质与意识”的框架将两条文化创造的路径会通起来，

体现了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接受与思想的转变，并且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融合的努力。 

5. 结语 

综论之，在梁漱溟的文化哲学之中，其先后提出两种文化创造的路径即“天才”创造文化的路径，

与“问题”创造文化的路径。这两种路径的转变体现了其思想的变化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其在“问

题”创造文化的路径之中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将“天才”创造文化的路径含融于其中。但需要说明的是，

梁漱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有其自身特色的，他基于自身的理解，夸大了上层建筑与意识的反作用，

是“带着有色眼镜([3], p. 106)”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但这并不妨碍从其建国后思想之中挖掘出其

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会通的种种努力，不妨碍从他处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之中学习

借鉴好的经验与教训，从而助力当今处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 

参考文献 
[1] 宋志明. 论现代新儒家对西方哲学资源的开发和利用[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7(3): 24.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6179


贾春宇 
 

 

DOI: 10.12677/acpp.2024.136179 1204 哲学进展 
 

[2] 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3] 柴文华. 梁漱溟思想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4] 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第三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5] 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第二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6] 牟宗三. 政道与治道[M].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7] 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第七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8] 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第五卷[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9] 冯波. 晚期梁漱溟的“儒家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现代化两难问题的解决为核心[J]. 周易研究, 2022(5): 16-27. 

[10] 周鼎. 梁漱溟与刘咸炘: 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中心与边缘[J]. 周易研究, 2022(5): 156. 

[11] 姚颖麟, 李姝睿. 从梁漱溟文化哲学谈传统儒学复兴[J]. 学理论, 2015(31): 97. 

[12] 宋志明. 五四以来的新儒家与中国哲学现代化[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1(1): 84. 

[13] 柴文华, 陈红.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研究[M].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6179

	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会通
	——以梁漱溟文化创造两种路径转向为例
	摘  要
	关键词
	On the Convergenc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arxism
	—Taking Liang Shuming Culture as an Example to Create Two Paths to Turn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文化由“天才”所创造
	2.1. “天才”决定中国文化的走向
	2.2. “天才”造成了“中国文化之早熟”
	2.3. 由“天才”开出了“中国伦理本位社会”

	3. 文化由“问题”所创造
	3.1. “问题”创造文化路径的理论解析
	3.2. “问题”创造文化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挥

	4. 由“天才”向“问题”的路径转向
	4.1. 两种路径在作用上的转变
	4.2. 两种路径在思想上的会通

	5. 结语
	参考文献

